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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诱发遗忘的执行控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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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取诱发遗忘是指对于部分记忆材料的回忆往往会导致对于其他相关记忆材料的回忆量
降低的现象. 本研究采用中文材料再认测试的提取练习范式, 探讨了不同控制能力的被试以及
在提取-诱发遗忘(RIF)效应上的不同特点和机制. 结果表明: (1)回忆正确率存在 RIF 效应, 即
Nrp的回忆正确率显著高于Rp－. (2)用Stroop效应的强弱作为执行控制能力的指标, 高执行控制
能力者比低控者表现出更强的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证明了提取诱发遗忘的执行控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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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未必是负面的, 它对于保障记忆的适应
性和效率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因此遗忘及其成
因一直是学习和记忆领域的研究热点. 近年来, 一
种来自实验的观点认为, 信息提取过程本身也是
引发遗忘的原因之一, 经过提取的项目在后续记
忆测验中确实更可能被回忆起来; 但那些与之共
享同一提取线索、却没有经过提取的项目在后续测

验中相对于提取项则较难回忆. 据此, Anderson在
实验基础上提出提取-诱发遗忘(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RIF)这一概念, 即在练习阶段对于部分
记忆材料的回忆, 往往会导致与之相关的其他记
忆材料在测验阶段的回忆量降低[1].  

Anderson及其同事为研究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设计了提取练习范式(Retrieval-Practice Paradigm). 
该范式分为学习、提取练习和测验三个阶段. 首先, 
学习阶段中, 呈现一系列词对(形式为“种类词+样
例词”, 如“Fruit-Orange”“Fruit-Lemon”“Drink- 
Vodka”“Drink-Whiskey”)让被试记忆. 接下来的
提取练习阶段则以“种类词+部分缺失的样例词”
的形式(如“Fruit-Or___”), 呈现一些刚才学习过
的词对, 要求被试根据提取线索(即种类词“Fruit”)
对部分缺失的样例词(“orange”)进行回忆. 这些得

到练习的词对中的样例词记为 RP+, 其选取方法
为: 在所有种类词(如“Fruit”“Drink”)中选出一
半(“Fruit”), 再从与所选的种类词相对应的所有
样例词 (如“Orange”“Lemon” )中再选出一半
(“orange”), 作为 RP+. 与 Rp+共享同一提取线索
(即种类词“Fruit”), 但未进行提取练习的样例词
(如“Lemon”)记为 Rp－. 未作为练习阶段的提取
线索的那一半种类词(“Drink”), 与之对应的所有
的样例词(如“Vodka”“Whiskey”)记为 Nrp. 最后
是测验阶段, 依次呈现学习阶段中出现的所有种
类词, 要求被试回忆在整个实验中见过的所有样
例词. 实验结果证明, 被试对那些属于练习阶段提
取过的种类、但本身并未经提取的样例词(RP-)的
回忆率, 显著低于那些属于未提取过的种类的样
例词(Nrp), 即发生了提取-诱发遗忘.  
对于提取-诱发遗忘的产生机制, 主要有两类

解释. 一类是非抑制说, 如 Raaijmakers 和 Shiffrin
提出的联结组块论(associative blocking)[2]. 该理论
认为, 提取练习加强了Rp+和种类线索之间的联结, 
也就相对地削弱了 Rp－和种类线索之间的联结, 
因此在回忆测验中, 使用与提取阶段相同的种类
线索词时, 对于Rp－项目的提取被干扰或阻止.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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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 提取-诱发遗忘效应具有线索依赖性(cuede- 
pendence forgetting), 即只有将练习阶段的提取线
索作为测验阶段的回忆线索时, 提取才会引发遗
忘. 事实上, 许多研究却发现, 即使在测验阶段中
采用新线索进行回忆时, Rp－项目的回忆成绩仍
然差于 Nrp 项目, 即提取-诱发遗忘效应表现出线
索独立性(cue-independent forgetting)[3-6]. 因此, 抑
制说(inhibition)作为另一种关于 RIF效应产生机制
的理论解释便应运而生. 该理论认为, 提取-诱发
遗忘的产生是由于提取 Rp+项目过程中引发了抑
制机制[1,3]. 具体来说, 在练习阶段中, 被试在努力
提取 Rp+时, Rp－与线索词的联结并未削弱、相反
得到了激活, 从而产生竞争干扰. 为了提取目标项
目Rp+, 就需要抑制其他竞争项目Rp－, 使之无法
到达意识检索的基线水平(Nrp), 便出现 Rp－的回
忆成绩比Nrp差的结果. 这与两个项目在测验时共
享一个提取线索无关, 即使采用一个新的提取线
索, Rp-项目的提取也会受到抑制, 解释了提取-诱
发遗忘的线索独立性现象.  
那么, 上述抑制机制是如何发生和运作的？

Anderson 尝试用执行控制机制(executive-control 
mechanisms)来解释: 抑制是一个普遍的、整体的执
行过程, 不仅用于控制记忆, 也用于控制外显行为
或者忽略无关信息, 它由执行控制机制所引发[7]. 
关于执行控制(也称执行功能)这一概念, Trane等将
之概括为计划、判断、决策和自我觉知的能力[8]. 
Carlson 等人从功能的角度出发, 将之定义为抑制
掌控能力(inhibitory control), 即对于自身行为的抑
制力. 据此, 对于执行功能障碍可能的解释之一就
是个体无法抑制与目标冲突的强势反应倾向[9]. 而
更广义的“执行控制”, 则是指完成复杂的认知任
务时, 用于协调各种认知过程的一般性控制机制, 
确保认知系统以灵活、优化的方式实现特定目标[10]. 
由此可见, 执行控制可以理解为一个主动的、需要
注意资源参与的能动性认知过程.  
整合上述理论观点可以发现, 抑制说可以较

好地解释RIF效应, 而执行控制——作为抑制掌控
能力、或是优化认知加工的一般性控制机制——则

是对于抑制机制的运作方式的一种较为合理的解

释. 此观点得到一些实验证据的支持. Patricia等人
利用双任务范式考察 RIF 效应的执行控制机制[11]. 

实验在练习阶段中, 在提取练习同时引入其他需
要完成的认知任务, 结果测验阶段 RIF 效应消失. 
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当注意资源被并行任务
占用和压迫时, 执行控制由于心理资源的缺乏而
受阻, 进而对于 Rp－与提取线索之间联系的抑制
减弱, 因此导致 RIF 效应消失, 证明了提取时的抑
制需要执行控制. 另有 Johanssen 等人发现事件相
关电位可以用来预测RIF现象, 并指出其中必有执
行控制过程的发生[12].  

与此相对, Conway 和 Fthenaki 提出另一种观
点, 认为提取诱发遗忘的抑制过程是自动化的[13], 
无需执行控制参与. 无关信息和目标信息同时得
到激活, 接着无关信息被自动化地、无意识地抑制. 
一些针对特定群体——如儿童、老人、老年痴呆症

患者[14-16]——进行的 RIF研究支持了这种观点.  
综上所述, 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是: 对于普通

群体, 其提取诱发遗忘效应的发生, 是由执行控制
所引发的抑制过程, 还是自动化的抑制过程？作
为一种普遍心理特质, 执行控制能力存在个体差
异, 强弱有别. 因此, 本实验将着眼于考察 RIF 效
应是否在执行控制能力这一变量上出现实验性分

离. 换言之, 如果执行控制能力有差异的个体, 相
应表现出不同程度的RIF效应, 则表示提取抑制过
程确实需要执行控制的参与. 相反, 如果个体尽管
执行控制能力不同, 却未能在RIF效应上出现差异, 
则证明抑制过程是自动化的, 与执行控制无关.  
本实验采用 Stoop实验来区分不同被试的执行

控制能力. Stroop效应是指当颜色词本身的字体颜
色与该色词的词义不一致时(如绿色的“红色”), 被
试对其进行颜色命名的反应时间要比命名那些非

颜色词或字符串(如绿色的“自由”)的颜色所需的反
应时间长, 即同一刺激的颜色信息和词义信息会
相互干扰[17]. 对于 Stroop效应发生机制, 目前被广
泛接受和高度认同的解释是自动化理论[18]. 这种
理论强调了对自动加工和意识控制加工的区分, 
前者无需注意的参与, 后者则需要有意的控制; 自
动加工能对意识控制加工产生促进或干扰, 反之
则不会. 在 Stroop 任务中, 读词(理解词义)是自动
加工, 颜色命名是意识控制加工. 所以, 对于词义
与词色相互矛盾的颜色词, 理解词义能对颜色命
名产生干扰. 据此可得, Stroop效应较弱(即色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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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和意义一致和矛盾时的反应时差异较小)的被
试, 其意识控制加工(颜色命名任务)的成绩之所以
突出, 是因为他对于会干扰上述任务完成的强势
反应倾向(理解词义)和无关信息(词义)具有较强的
抑制掌控能力, 亦即, 其执行控制能力强; 反之, 
Stroop 效应较强, 则说明被试的执行控制能力弱. 
所以, 结合 Stroop效应, 本实验的假设可具体表述
为: Stroop效应较弱(颜色词的词色和词义不一致时
的反应时, 较之色义一致时的反应时差别较小)的
被试, 会在提取练习范式的测验阶段表现出更强
的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1 方法 

1.1 被试 
本科生被试 42 名, 男生 6 人, 女生 36 人, 年

龄为 18~22岁.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非色盲患者. 
平均分为两组, 每组 21人.  
1.2 设计 
采用 3(提取条件: Rp+, Rp－和 Nrp)×2(执行控

制能力:高, 低）混合实验设计. 提取条件是被试内
变量; 执行控制能力是被试间变量.  

因变量为再认新旧判断的正确率和反应时. 
1.3 材料 
1.3.1  Stroop实验   
根据 Stroop实验经典实验材料, 采用 4种中文

色词, 红色的“红”、绿色的“绿”、红色的“绿”、
绿色的“红”. 前两个为色义一致(相容); 后两个
为色义不一致(不相容) .  
1.3.2 提取诱发遗忘实验 

学习阶段: 根据 Anderson 采用的词表中 8 个
种类的名词词语, 考虑中英文差别, 进行适当调整
和扩充, 最终选取 10 个种类的中文名词词语. 这
10个种类为: 花卉、水果、昆虫、武器、鱼类、运
动、职业、专业、粮食、国家. 每个种类中有 12
个样例词语, 均为双字词. 种类词和样例词以词对
形式呈现, 以“水果-菠萝”为例(图 1).  

 
图 1  学习阶段词对呈现方式示例“水果-菠萝” 

提取阶段: 进行提取练习的词对属于以下 5个
种类——水果、职业、运动、花卉、国家, 每个种
类中提取一半的样例词(6 个/类×5 类), 共提取 30
个样例词. 提取形式为: 种类词完全显现, 样例词
被遮蔽掉 70%的像素点, 遮蔽点的分布随机. 以
“水果－菠萝”为例，呈现方式如图 2所示.   

 
图 2  提取练习阶段词对呈现方式示例“水果-菠萝” 

测试阶段: 学习阶段的 120 个样例词, 与 120
个新样例词, 共 240个名词. 120个新样例词中, 60
个属于学习阶段的 10 个种类, 每类 6 个; 另外 60
个属于 10个新的种类, 每类 6个. 这 10个新的种
类为: 树木、节气、节日、饮料、交通、服装、食
品、建筑、地貌、电器. 呈现形式为单个的样例词, 
不显示种类词. 
1.4 程序 
本研究包括 2个实验: Stroop实验和提取诱发

遗忘实验. 2 个实验的先后顺序进行被试间平衡: 
一半被试先进行 Stroop 实验后进行提取诱发遗忘
实验, 另一半被试反之.  
1.4.1  Stroop实验  
按照随机顺序, 依次呈现 64 个色词(4 种色词

各呈现 16次), 要求被试尽量准确迅速地对色词的
颜色做出按键反应. 红色的色词对应“S”键, 绿色
的色词对应“K”键.  
1.4.2 提取诱发遗忘实验 

提取诱发遗忘实验包含 3个阶段: 学习阶段、
提取阶段和测试阶段.  
学习阶段: 每个种类的 12个词对为 1组, 以组

为单位依次呈现“种类-样例”词对, 每对 2.5 s. 每
组呈现之前, 呈现种类词 2 s 予以提示. 10 个种类
的顺序随机, 每个种类中 12 个词对的顺序随机. 
要求被试尽量记忆样例词.  
提取阶段: 每个种类的 6个词对为 1组, 以组

为单位依次呈现样例词模糊的“种类-样例”词对, 
每对 3 s. 每组呈现前, 呈现种类词 2 s予以提示. 5
个种类的顺序随机, 每个种类中 6个模糊词对的顺
序随机. 告诉被试模糊的样例词均抽取于先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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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过的词对, 要求被试辨认出它们, 并出声报告.  
测试阶段: 随机呈现 240 个样例词, 要求被试

进行新旧判断, 分别以按键“0”和“1”表示.  

2 结果 

2.1 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提取诱发遗忘实验中, 被试所做新旧判断的

正确率和反应时成绩见表 1.  
表 1 不同提取条件下, 项目新旧判断的 

正确率和反应时 (N = 42) 

 提取条件 

 Rp+ Nrp Rp－ 

 M SD M SD M SD 

正确率 0.967 0.049 0.826 0.124 0.780 0.124

反应时/ms 1028 302 1 273 417 1 300 361

以提取条件为自变量, 对项目新旧判断的正
确率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存
在主效应, F(2,39)=35.93, p<0.001, Rp+正确率(M= 
0.967)高于 Nrp(M=0.826), 且高于 Rp－(M=0.780). 
进一步进行两两差异检验, 其中 Rp－正确率显著
低于 Nrp, t(40)= 0.046, p=0.049 <0.05, 出现了提取
诱发遗忘效应.  
以提取条件为自变量, 对项目进行新旧判断

的反应时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发
现存在主效应 , F(2,39)=7.16, p=0.001<0.01, Rp+ 
(M=1028)反应时快于 Nrp(M=1273), 且快于 Rp－
(M=1300). 但进一步进行两两差异检验, Rp－与
Nrp反应时无显著差异, t(40)=26.97, p=0.735>0.05, 
提取诱发遗忘效应没有体现在反应时指标上.  
2.2 根据 Stroop实验结果区分高低控制能力组 
剔除每个被试Stroop实验中的错误反应, 把色

意相容和色意不相容的反应时做显著性检验, 相
容时的反应时显著快于不相容时的被试, 作为低
执行控制能力组(8人); 其余被试作为高执行控制能
力组(34人).  
2.3 高执行控制能力组的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提取诱发遗忘实验中, 高执行控制能力组被
试所做判断的正确率和反应时成绩见表 2.  
以提取条件为自变量, 对高执行控制能力组

项目新旧判断的正确率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

分析 , 结果发现存在主效应 , F(2,31)=29.48, p< 

0.001, Rp+的正确率(M=0.967)高于 Nrp(M=0.825), 
且高于 Rp－(M=0.770). 进一步进行两两差异检验,  

表 2  高控组不同提取条件下, 新旧判断的 

正确率和反应时 (N = 34) 

 提取条件 

 Rp+ Nrp Rp－ 

 M SD M SD M SD 

正确率 0.967 0.0475 0.825 0.133 0.770 0.125

反应时/ms 1059 322 1 283 428 1 311 373

Rp－正确率显著低于 Nrp, t(32)=0.055, p=0.038< 
0.05, 高控组被试出现了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以提取条件为自变量, 对高执行控制能力组
项目新旧判断的反应时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

分析 , 结果发现存在主效应 , F(2,31)=4.56, p= 
0.013<0.05, Rp+的反应时(M=1059)快于 Nrp (M= 
1283), 且快于 Rp－(M=1311). 但进一步进行两两
差异检验, Rp－与 Nrp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 t(32)= 
27.81, p=0.762>0.05. 高控组被试的提取诱发遗忘
效应没有体现在反应时指标上.  
2.4 低执行控制能力组的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低执行控制能力组被试在提取诱发遗忘实验

测试阶段所做判断的正确率和反应时成绩见表 3.  
表 3  低控组不同提取条件下, 项目新旧判断的 

正确率和反应时 (N = 8) 

 提取条件 

 Rp+ Nrp Rp－ 

 M SD M SD M SD 

正确率 0.971 0.057 0.830 0.084 0.826 0.119

反应时/ms 895 138 1 230 390 1 253 324

以提取条件为自变量, 对低执行控制能力组
项目新旧判断正确率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

析, 结果发现存在主效应, F(2,5)=29.48, p= 0.006< 
0.01, Rp+的正确率(M=0.971)高于 Nrp(M=0.830), 
且高于 Rp－(M=0.826). 但进一步进行两两差异检
验, 其中 Rp－与 Nrp 的确率没有显著差异, t(6)= 
0.004, p=0.927>0.05, 低控组被试没有出现提取诱
发遗忘效应.  
以提取条件为自变量, 对低执行控制能力组

项目新旧判断的反应时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

分析, 结果发现存在主效应, F(2,5)=3.49, p=0.049< 
0.05, Rp+的反应时(M=895)快于 Nrp(M=1230),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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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于 Rp－(M=1253). 但进一步进行两两差异检验, 
其中 Rp－与 Nrp的反应时无显著差异, t(6)=23.40, 
p=0.879> 0.05. 在反应时指标上低控组被试也没有
体现出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3 讨论 

3.1 提取诱发遗忘效应的线索独立性 
全体被试数据表明出现了整体性的提取诱发

遗忘效应. 由此可得: (1)用中文取代 RIF经典范式
中的英文字词材料, 在母语为中文的被试身上依
然可观察到提取诱发遗忘现象, 说明此效应具有
跨语言一致性和稳定性, 是人类记忆系统一种普
遍的适应机制, 以获得更高效和精准的记忆效率. 
(2) RIF 实验经典范式及其既有变式在测试阶段采
用与提取阶段相同或不同的提取线索, 以探究 RIF
的线索独立性. 与此不同, 本实验在测试阶段摒弃
需要外显提取线索协助的回忆测验, 而采用新旧
判断的再认测验, 以排除提取线索的影响, 结果仍
然观察到显著的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从而部分支
持了提取诱发遗忘效应的线索独立性. 更进一步
来说, Rp+与 Rp－在没有种类线索提示的情况下, 
其测验成绩仍然显著高于和低于 Nrp, 故提取诱发
遗忘效应很可能并非由 Rp+和 Rp－与提取线索的
不同联结强度所致. 换言之, 其结果否定了联结说, 

肯定了提取诱发遗忘效应是抑制机制作用的结果.  
3.2 提取诱发遗忘效应的指标 
本实验采用了 2个指标来测量提取诱发遗忘效

应——判断测验的正确率和反应时. 其中, 正确率
指标显示了显著的提取诱发遗忘现象, 而反应时
指标却没有, 这和以往研究情况一致. 值得注意的
是, 以往研究多采用自由回忆的测试方法, 以输入
字母或纸笔作答的形式进行, 其反应时不太容易
测量和统计. 但本研究由系统自动记录再认测验
时按键反应的反应时, 仍然没有观察到反应时上
的 RIF 效应. 对此, 解释之一是反应时指标对于提
取诱发遗忘效应不够敏感. 但这也可能是因为, 一
方面主试为了保证正确率指标的准确性, 没有要
求被试尽快反应; 另一方面, 被试出于速度-准确
性权衡, 对于不太确定的项目宁愿稍慢作答而尽
力保证反应正确性. 故反应时指标在一定程度上
被污染, 不适合用来分析证明提取诱发遗忘现象.  

3.3 执行控制能力对提取诱发遗忘效应的影响 
关于提取诱发遗忘是否需要执行控制的参与, 

实验结果支持了假设: 执行控制能力不同的被试, 
在提取诱发遗忘效应上出现差异. 这可以解释为
不同被试执行控制能力上的差异造成了抑制机制

上的差异, 后者继而导致了提取诱发遗忘效应上
的差异. 具体来说, Stroop 效应区分出高控和低控
的被试: 相容和不相容任务反应时差异不显著的
为高控组, 差异显著的为低控组. 高控组表现出显
著的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而在低控组被试身上这
种效应则消失了, 即高执行控制能力者相较于低
执行控制能力者, 表现出更强的提取诱发遗忘效
应. 另外, 从高、低控者数量比例上来看, 本实验
中, 高控者(34人)远多于低控者(8人), 高控者在样
本整体中所占比例较大,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所有
被试的观察值也出现了显著的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即整体的 RIF 效应来自于大部分高控者数据的贡
献. 因此在区分之后, 剔除了低控者的无效应数据, 
RIF 效应更加显著. 但是, 考虑到本实验采用的都
是正值记忆力和学习能力巅峰期的大学生被试, 
被试群体的上述特征可能决定了该群体中高控者

所占比例较大. 至于其他年龄阶段被试(如少年儿
童、中老年等)情况如何, 由执行控制能力主导的提
取诱发遗忘效应是否是人类记忆机制中一种普遍、

持久的特性, 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索.  

4 结论 

(1) 利用中文材料进行的提取诱发遗忘实验
结果出现了显著的RIF效应, 再认测验证明了提取
诱发遗忘效应的线索独立性.  

(2) 高执行控制能力者比低执行控制能力者
表现出更强的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证明了提取诱
发遗忘效应的非自动化执行控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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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Control Mechanism of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SHANG Qing-ping1, ZHU Xuan1, GUO Xiu-yan1*, FAN Zhao-lan2 
( 1.College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College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266555, China ) 

Abstract: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RIF) is defined as a type of forgetting phenomenon that retrieving part 
of information can reduce the memory quantity of other related information. This study discusses whether people 
with different executive control level show the diversity of mechanism on RIF. Retrieval-practice (RP) paradigm 
with Chinese words in which recognition test is adopted. Results show significant RIF effect on the correct 
recognition, and that the accuracy of Nrp items is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Rp-items. Moreover, people with 
different executive control level are distinguished by Stroop effect. Comparing to the cohort of participants with 
low-level of executive control, the high-level participants represents stronger RIF, which demonstrate the 
Executive Control Mechanism of RIF.   
Key words: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retrieval- practice paradigm; inhibition of memory; executive-control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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